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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倡导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 开放经济的环

境效应受到学术界和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推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 然而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国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

系还不明确， 尤其是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微观研究十分匮乏。 鉴于此， 本文检验了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对外直接投资具

有 “污染光环” 效应， 即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减少企业污染排放， 且这种效应存在

一定的滞后性和持续性。 对外投资企业通过采用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而非加强污染

物末端处理的方式实现减排。 机制分析显示， 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

抑制污染排放的重要传导机制。 此外， 对外直接投资的减排效应具有异质性， 对于

大中规模企业、 重污染企业以及出口平台型对外投资企业而言， 对外直接投资具有

更强的减排效应。 本研究为新发展格局下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现经济与环境双

赢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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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由世界大国

向世界强国迈进。 然而，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 生产要素消

耗粗放、 产能严重过剩等问题日益凸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２０１５ 年全国工

业企业产生的废气、 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总量较 ２００１ 年翻两番， 环境治理与保护

形势愈发严峻， 破解资源环境约束难题， 实现绿色、 低碳和循环发展是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２０２０ 年我国首次提出碳达峰、 碳中和的宏伟目标， 实

现 “双碳” 目标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的重大战略决策，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指明了路线。 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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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与此同时， 在 “走出去” 和 “一带一路” 的深入推进下，
我国企业 “走出去” 的步伐加快。 ２０２０ 年受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 世界经济萎缩

３􀆰 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ＤＩ） 却呈现逆势

增长， 位居全球第一。 ＯＦＤＩ 是企业主动获取国外先进知识和技术， 改善生产经营

方式的有效渠道， 对企业生产和环境绩效均会产生一定的作用 （欧阳艳艳等，
２０２０） ［１］。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及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 企业能否通过环境规

制之外的方式， 如扩大 ＯＦＤＩ， 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发展， 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

关注。
早期国际投资的环境效应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并形成了两大对立观点， 即 “污染天

堂” 假说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和 “污染光环” 假说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ｌｏ Ｈｙ⁃
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污染天堂” 假说最初由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和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４） ［２］提出， 认为 ＦＤＩ 是
导致东道国污染问题加剧的重要因素。 这一结论得到大量学者的证实 （ Ｌｅｅ，
２０１３［３］； Ｒ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４］； 张宇和蒋殿春， ２０１４［５］； 苏丹妮和盛斌， ２０２１［６］ ）。
而 “污染光环” 假说则强调 ＦＤＩ 能够促使绿色环保理念和先进生产技术在东道国

广泛传播， 进而改善东道国环境质量 （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 ２００８［７］； 邵朝对

等， ２０２１［８］）。 随着中国 ＯＦＤＩ 规模的不断扩大， 部分学者 （ 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ｕ，
２０１３［９］； 周力和庞辰晨， ２０１３［１０］； Ｈ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１１］； 欧阳艳艳等， ２０２０） 意识

到了 ＯＦＤＩ 对母国环境的影响， 但大多以省级数据为样本 （ Ｘｉｎ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２０［１２］； Ｈ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Ｒ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１３］；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１４］ ）， 从宏观层面

进行考察， 无法甄别 ＯＦＤＩ 影响环境的机制和具体方式。
鉴于此， 本文从如下几方面拓展已有研究： 首先， 夯实 ＯＦＤＩ 环境效应的微观

基础。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绿色发展数据， 系统研究了中国 ＯＦＤＩ 对本国

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 为跨国直接投资和环境污染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兴市场国家

的微观证据。 其次， 探寻 ＯＦＤＩ 减排的具体方式。 本文将 ＯＦＤＩ 的减排方式分为清

洁生产和加强污染物末端处理两类， 发现母国企业主要通过采用更加清洁的生产工

艺和生产技术， 而非加强污染物末端处理的方式实现减排。 最后， 深入分析 ＯＦＤＩ
减排效应的传导机制， 为污染防治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支持。 本文为 ＯＦＤＩ 的减排

效应提供了来自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微观证据， 为新发展格局下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 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早期学术界对国际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部分围绕 “污染天

堂” 和 “污染光环” 两个假说展开， 聚焦于 ＯＦＤＩ 对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影响

（Ｌｕｃａｓ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２［１５］；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４； Ｒ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张宇和蒋殿

春， ２０１４）。 近年来， 随着跨国投资深入推进及环境资源约束日益趋紧， 学者们开

始探索 ＯＦＤＩ 如何影响母国环境绩效。 Ｈａｏ 等 （２０２０） 认为 ＯＦＤＩ 的逆向技术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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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提高了国内技术水平， 优化了国内产业结构， 进而抑制了国内环境污染。 朱东

波和张月君 （２０２０） ［１６］研究表明， ＯＦＤＩ 加快了母国产业服务化转型， 同时产生逆向

技术溢出效应， 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Ｃｈｅｒｎｉｗｃｈａｎ 等 （２０１７） ［１７］ 将贸易企业的环境效

应总结为规模效应、 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 欧阳艳艳等 （２０２０） 实证考察企业 ＯＦＤＩ
对城市污染的影响， 发现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显著改善了母国城市的空气质量， 且这种作

用因城市规模、 城市污染程度等差异存在异质性。 囿于数据可得性， 鲜有研究从微观

视角研究ＯＦＤＩ 的环境效应 （周凤秀和温湖炜， ２０２１） ［１８］， 部分研究考察了ＯＦＤＩ 与企

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得出 ＯＦＤＩ 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结论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１９］；
Ｌｉ， ２０２２［２０］； 孙传旺和张文悦， ２０２２［２１］； 温梦瑶， ２０２２［２２］）。

传统观点指出， 发达国家通过 ＯＦＤＩ 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进而减少母国

环境污染， 即 “污染天堂” 假说。 部分西方国家由此认为， 中国 ＯＦＤＩ 是为了缓解

国内资源环境压力而转移污染产业，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据统计， 中国生产型

ＯＦＤＩ 占总 ＯＦＤＩ 的比重最低， 仅为 ６􀆰 ７５％， 这主要是由于生产型投资需要更高的

固定资产投资， 同时要求企业跨越更高的生产率门槛 （蒋冠宏， ２０２２） ［２３］， 即污染

密集型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建立国外分销网络的方式进行出口型 ＯＦＤＩ， 而非生产型

ＯＦＤＩ。 对中国跨国企业而言， ＯＦＤＩ 是其获取国际前沿技术， 优化生产经营方式的

有效渠道，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绩效。 一方面， ＯＦＤＩ 通过逆向绿色技术溢

出效应促进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张建和李占风， ２０２０） ［２４］， 减少母国企

业污染物排放。 另一方面， 东道国严苛的环境制度会倒逼中国传统污染行业研发清

洁技术，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Ｈ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使母国企业的生产模式由传统粗

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从而降低污染排放。 此外， 母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践行环

保理念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增强竞争优势 （谢红军和吕雪， ２０２２） ［２５］， 因

此其更加积极主动地减少污染排放。 据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 ＯＦＤＩ 有利于减少母国企业污染排放。
减排方式主要分为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两类。 末端治理是指直接通过对生产中

产生的污染物进行处理， 实现对污染物的消除或减量；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

设计， 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 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 改善管理等措施， 从

源头削减污染，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陈媛媛和李坤望， ２０１０） ［２６］。 清洁生产和末端

治理虽然都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但两种技术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并不相同， 末端治

理属于一种被动、 消极的方法。 面对严格的节能减排目标要求， 企业为达到排放标

准不得不增加能源环境领域的研发投入， 对外投资时更加注重绿色技术获取型投资

（屈小娥等， ２０２２） ［２７］。 ＯＦＤＩ 是获取国外先进绿色清洁技术和创新资源的重要渠道

（谢长青等， ２０２２） ［２８］。 跨国企业与东道国进行技术交流时愈发重视逆向溢出技术

的清洁化与绿色化， 强化自身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 引导创新资源向高端绿色

产业转移； 并通过这种逆向溢出效应改善母国生产设备，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促进

国内绿色技术创新发展。 因为清洁生产技术与生产过程息息相关， 在减少污染的同

时也有可能提高燃料的利用效率， 节约能源和成本， 从而增加利润， 所以企业更愿

意在提高清洁生产技术水平上加大研发力度 （陈媛媛和李坤望， ２０１０）。 ＯＦＤＩ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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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采用清洁型生产技术和推动技术进步等途径影响母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结

构， 进而对其环境质量产生正向影响 （张建和李占风， ２０２０）。 基于以上分析， 本

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 ＯＦＤＩ 通过清洁生产方式减少母国企业污染排放。
企业 ＯＦＤＩ 会通过技术效应间接影响母国环境绩效。 ＯＦＤＩ 通过直接和间接逆

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母国企业绿色技术水平产生作用。 ＯＦＤＩ 使母国企业接触到更

为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和前沿的生产管理经验， 其运用并购等方式获取这些前沿

知识， 通过学习、 整合、 吸收等过程反馈至母国并迅速在国内市场扩散， 进而提

高母国的绿色技术水平 （Ｈａｙａｋａｗ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２９］ ， 即直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必然面临激烈的海外竞争， 为获取竞争优势， 巩固其海外市场地

位， 跨国企业会主动加大高技术含量产品的研发投入， 这有利于促进其绿色技术创

新。 而企业绿色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污染治理技术水平的提升， 尤其是清洁生产

技术的研发在降低企业能耗的同时有助于增强污染防治能力， 从而抑制企业对环境

的污染 （Ｋａｒ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３０］。 同时， ＯＦＤＩ 促进母国经济增长， 财富的增加引

发对清洁环境需求的增加， 这促使母国企业采用更清洁的技术 （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３１］， 即间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鉴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 ＯＦＤＩ 能够通过技术效应降低母国企业污染排放。
资源配置扭曲不利于我国能源效率的提升 （林伯强， ２０１９） ［３２］。 这主要是由于

资源错配对粗放型生产模式具有锁定效应， 如资源价格被低估可能使生产企业认为

本来应该淘汰的落后产业仍有利可图， 因而进一步加大对其投资力度， 最终挤占部

分本该用于技术研发的投入， 这不利于企业转型升级和能源效率的提升 （屈小娥

和骆海燕， ２０２１） ［３３］。 ＯＦＤＩ 通过横向转移和逆向转移促进母国工业向低污染结构

转移。 一方面， 横向转移将部分国内相对劣势的产业转移至具备优势的国家 （地
区）， 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源有效整合， 使母国企业聚焦于发展知识密集型、 技术密

集型产业等新兴产业； 另一方面， 逆向转移通过市场竞争和逆向技术溢出促进国内

技术进步， 优化国内产业结构 （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ｕ， ２０１３）。 国外严格的环保标准以及国

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会倒逼传统污染行业研发清洁技术，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使得要

素资源向低能耗、 低污染企业倾斜， 淘汰落后产业， 进而降低环境污染水平

（Ｒｙｚｈｅｎｋｏｖ， ２０１６） ［３４］。 同时， 跨国企业通过学习、 模仿以及 “干中学” 效应， 不

断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进而促进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张建和李占风，
２０２０）。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４。

假说 ４： ＯＦＤＩ 能够通过结构效应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降低母国企业污染排放。

三、 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 研究方法

近年来， 许多学者运用准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模型 （ＤＩＤ 模型） 评估政策实

施效果， 该研究方法可以通过差分，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除政策变量以外其他非随

机变量可能带来的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 本文将全部企业分为两组， 虚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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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Ｔｒｅａｔ＝ １ 表示进行过 ＯＦＤＩ 的企业 （实验组）， Ｔｒｅａｔ ＝ ０ 表示未进行过 ＯＦＤＩ 的
企业 （控制组）； 同时定义时间虚拟变量 Ｐｏｓｔ， 企业首次进行 ＯＦＤＩ 后， 令 Ｐｏｓｔ
＝ １， 首次进行 ＯＦＤＩ 前， 则令 Ｐｏｓｔ＝ ０。 考虑到企业首次进行 ＯＦＤＩ 的时间存在差

异， 且在多期内均有发生， 本文建立多期 ＤＩＤ 模型 （１）， 对 ＯＦＤＩ 的减排效应进

行识别：
ｙｉｔ ＝ α０ ＋ α１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ｉｔ ＋ α′Ｘ ｉｔ ＋ μｔ ＋ λ ｊ ＋ ηｋ ＋ εｉｔ （１）

其中， ｉ、 ｔ 和 ｊ 分别代表企业、 年份和行业； ｙｉｔ 代表企业污染排放水平。 根据

ＤＩＤ 模型的原理， 在此主要关注交互项的估计系数 α１， 它表示排除可能存在的干

扰因素后， ＯＦＤＩ 对企业污染排放水平的作用。 如果 α１ ＜ ０， 则表示相较于控制组

企业， 实验组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之后污染排放水平的下降幅度更大， 即企业 ＯＦＤＩ 能
够有效减少污染排放。 Ｘ ｉｔ 表示控制变量组； 本文还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 μｔ 、 行业

固定效应 λ ｊ 及城市固定效应 ηｋ ； εｉｔ 表示误差项。
考虑到政策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 本文认为 ＯＦＤＩ 对中国企业减排的影响可

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持续性。 因此， 参考任曙明等 （２０１９） ［３５］ 的做法， 利用模型

（２） 来识别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后每年的减排效果及其变化趋势：

ｙｉｔ ＝ α０ ＋ ∑
４

τ ＝ ０
λτ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ｉｔ × Ｄ＿ τｙｅａｒ ＋ α′Ｘ ｉｔ ＋ μｔ ＋ λ ｊ ＋ ηｋ ＋ εｉｔ （２）

其中， Ｄ＿ τｙｅａｒ 代表企业 ＯＦＤＩ 后的年度虚拟变量， 当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第 τ 期时

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τ ＝ ０ 表示 ＯＦＤＩ 当期。 其余变量与模型 （１） 一致。 动态

效应模型中的 λτ 表示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后第 τ 年对其减排的动态影响。
（二） 指标测度与数据说明

１􀆰 指标测度

（１） 被解释变量： 企业污染排放水平。 企业污染排放指标 （ｌｎＳ） 用企业二氧

化硫排放量加 １ 取对数来衡量。 选取二氧化硫这一污染物是由于： 我国环境污染的

主要形式是以烟煤为主的大气污染， 中国是全世界二氧化硫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我

国政府节能减排的主要目标污染物之一即为二氧化硫 （苏丹妮和盛斌， ２０２１）； 同

时， 二氧化硫会导致酸雨等污染问题， 严重危及人类的健康， 因此其排放量受到各

个国家的严格控制； 二氧化硫排放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环境问题时普遍选取的指标

之一。 此外， 为了全面反映企业污染， 本文还选取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水平、 工业

废水排放水平进行稳健性检验。
（２）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 控制变量 Ｘ ｉｔ 包含以下变量： ①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用企业总资产表示； ②杠杆率 （Ｌｅｖ）， 用企业总负债除以总资产来衡量；
③融资约束 （Ｆｉｎａｎｃｅ）， 用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的比值表示； ④资本密集度

（Ｚｂｐ）， 用固定资产除以从业人员数来衡量； ⑤营业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 用营业利润

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
２􀆰 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

录以及中国绿色发展数据库。 其中，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企业名称、 开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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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从业人员数、 出口交货值、 固定资产等丰富的企业层面信息， 是中国可得的最

庞大的微观企业数据库。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详细记录了 ＯＦＤＩ 企业名称、
境外机构所在地、 跨国经营范围、 核准日期等方面的信息， 弥补了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缺少企业 ＯＦＤＩ 相关信息的不足。 中国绿色发展数据库包含了各地区占排放总

量 ８５％以上的主要污染物， 如二氧化硫、 工业废水、 烟尘等， 提供了企业名称、
唯一标识码等基本信息及各类污染物排放指标， 被视为我国目前最权威的企业层面

污染排放数据库。
在数据处理上， 首先， 本文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

资企业 （机构） 名录依据企业名称进行模糊匹配， 把匹配成功的企业标记为 ＯＦＤＩ 企
业。 其次， 为了合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绿色发展数据库， 本文参考陈登科

（２０２０） ［３６］的处理方法， 借鉴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３７］ 的研究， 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

行处理， 构建工业企业面板数据， 并采取同样的方法构建绿色发展面板数据， 再将上

述两个面板数据集按企业唯一标识码进行合并， 由此形成包含企业生产和污染的数

据， 即工业企业—污染面板数据①。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ＯＦＤＩ 对母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

表 １ 汇报了 ＤＩＤ 模型的估计结果。 列 （１） 是没有加入行业特征的检验结果，
列 （２） 是引入行业特征后的检验结果。 可以发现， 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意味着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可以显著降低其污染排放水平， 假说 １
得证。 以上主要从总体上考察企业 ＯＦＤＩ 的环境效应， 接下来本文从时间维度探讨

ＯＦＤＩ 环境效应的动态特征。 根据模型 （２） 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如表 １ 列 （３） 和

列 （４） 所示。 可以发现， 企业 ＯＦＤＩ 当期及滞后两期的估计系数虽然为负， 但并

不显著， 意味着 ＯＦＤＩ 对企业污染排放水平的降低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该结果

与 Ｘｉｎ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２０） 的研究结论一致， 即 ＯＦＤＩ 不会立即影响污染排放。 这可

能是由于， 跨国企业学习及模仿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模式再反馈给母公司

这一过程存在一定的时滞。 企业 ＯＦＤＩ 后第三期和第四期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且

总体来看系数绝对值具有上升趋势， 表明 ＯＦＤＩ 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出

累积性特征。 一方面， 随着企业 ＯＦＤＩ 的持续推进， 其对国际市场信息掌握得更加

全面， 积累了一定的跨国经营经验，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增强； 另一方面， 为适应国

际市场的高环保标准， 企业需要持续升级清洁生产的绿色技术， 采用更加环保的生产

设备， 不断降低污染排放水平。 长期来看， ＯＦＤＩ 能够减少母国企业污染排放 （Ｈ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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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保证连贯， 在处理工业企业数据时保留了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 但由于这一年数据的质量较差， 在实证分

析中予以剔除。



表 １　 企业 ＯＦＤＩ对污染排放水平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０􀆰 ３３３４∗∗∗ －０􀆰 ２９９８∗∗∗

（０􀆰 １０７３） （０􀆰 １０５１）

ＤＩＤ０
－０􀆰 ２４２２ －０􀆰 ２２５２
（０􀆰 １６１７） （０􀆰 １５８５）

ＤＩＤ１
－０􀆰 １８５７ －０􀆰 １７３２
（０􀆰 １６３０） （０􀆰 １５９７）

ＤＩＤ２
－０􀆰 ２８０７ －０􀆰 ２６２３
（０􀆰 １８５１） （０􀆰 １８１３）

ＤＩＤ３
－０􀆰 ４７３５∗ －０􀆰 ４１７２∗

（０􀆰 ２４４２） （０􀆰 ２３９３）

ＤＩＤ４
－０􀆰 ８５８１∗∗∗ －０􀆰 ７７６７∗∗∗

（０􀆰 ２１５２） （０􀆰 ２１０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Ｎ ２４０ ６６６ ２４０ ６６６ ２４０ ６６６ ２４０ ６６６

Ｒ２ ０􀆰 １５５６ ０􀆰 １８９３ ０􀆰 １５５６ ０􀆰 １８９３

注：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二） ＯＦＤＩ 减排方式分析

ＯＦＤＩ 是通过减少母国企业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量， 还是通过加强母国企
业污染物末端处理来实现减排的呢？ 受限于微观层面污染数据的可得性， 现有研究

并未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中国绿色发展数据库包括污染物的产生量和去除量

两个指标， 因此可以对该问题进行细致考察。 本文使用二氧化硫产生量加 １ 取对数

（ｌｎＳＰ） 与二氧化硫去除量加 １ 取对数 （ｌｎＳＲ） 作为被解释变量， 分别代表清洁生

产和末端处理两种减排方式， 对 ＯＦＤＩ 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对比第 （１）、
（２） 列和第 （３）、 （４） 列可以发现， ＯＦＤＩ 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产生量， 但对企业

污染去除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此结果意味着母国企业主要通过采用更加清洁的生产

技术而非加强污染物末端处理的方式实现减排， 假说 ２ 成立。

表 ２　 清洁生产与末端处理

变量
ｌｎＳＰ ｌｎＳＰ ｌｎＳＲ ｌｎＳＲ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０􀆰 ３３９４∗∗∗ －０􀆰 ３０２４∗∗∗ －０􀆰 １７７８ －０􀆰 １２７６
（０􀆰 １１０２） （０􀆰 １０７８） （０􀆰 １５７２） （０􀆰 １５４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Ｎ ２４０ ６６７ ２４０ ６６７ １６９ ０９６ １６９ ０９６

Ｒ２ ０􀆰 １５３０ ０􀆰 １８９４ ０􀆰 ２５７９ ０􀆰 ２８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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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稳健性检验

上述差分结果显示， 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可以显著降低其污染排放水平， 然而并不

能完全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变量选择偏差。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本

部分对前述 ＤＩＤ 模型的前提假设加以检验， 并通过改变被解释变量， 调整研究样

本和变更研究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基准模型 （１） 的检验结果是否可靠依赖于差分估计的有效性， 本文首先进行

平行趋势检验。 ＤＩＤ 分析方法的前提条件为： 在政策实施以前，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

变化趋势相同。 参考刘娟等 （２０２０） ［３８］的做法， 考虑到多期 ＤＩＤ 的特点， 本文用 ｔ
代表实验组企业首次进行 ＯＦＤＩ 的时间， ｔ－ｊ 代表实验组企业首次 ＯＦＤＩ 前的第 ｊ 期，
ｔ＋ｊ代表实验组企业首次 ＯＦＤＩ 后的第 ｊ 期。 由于样本时间跨度较长， 此处最大保留

四期， 若 ｊ 大于 ４ 则对其进行缩尾处理。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１ 所示， 能够看

到， 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前三期的结果均不显著， 表明企业 “走出去” 前， 实验组和控

制组的污染排放具有相同的趋势， 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即 ＤＩＤ 方法是有效的。 此

外， 从图 １ 中还能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系数绝对值越来越大， 且从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后的第三期开始， 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再次验证了 ＯＦＤＩ 的污染减排

效应具有一定的累积效应。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尽管 ＤＩＤ 模型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但理论上可能依旧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
为了有效避免遗漏变量对实证结果的干扰， 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 对原有样本进行

随机抽样， 每次抽取和原实验组相同数量的样本， 构建虚拟的实验组和控制组， 并

进行 ＤＩＤ 估计， 得到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图。 图 ２ 为随机抽取 １０００ 次得到的核

密度图， 可以看出， 随机模拟的估计系数大多分布在 ０ 周围， 显然偏离了虚线对应

的真实估计系数， 表明 ＯＦＤＩ 的减排效应并未受到遗漏变量的影响， 即在一定程度

上排除了未知因素对 ＯＦＤＩ 减排效应因果识别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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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安慰剂检验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

为避免指标测度方式对结果造成干扰， 使结果更具说服力， 本文更换企业污染指

标， 分别以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来衡量企业污染排放， 估计结果如表 ３
第 （１）、 （２） 列所示。 两列ＤＩＤ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意味着ＯＦＤＩ 能够降低企业化学

需氧量和工业废水排放水平， 因此， ＯＦＤＩ 促使我国企业减排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中央政府于 ２００７ 年正式启动了二氧化硫排污交易试点政策， 陆续批复了江苏、

天津、 浙江、 河北、 山西、 重庆、 湖北、 陕西、 内蒙古、 湖南、 河南 １１ 个试点省

份 （直辖市、 自治区）， 涵盖钢铁、 水泥、 化工、 开采等多个污染较重的行业， 因

此 ＯＦＤＩ 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抑制效应可能包含环境规制的作用。 为了排除环境规制

的干扰， 本文剔除了 １１ 个交易试点的企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如表 ３ 第

（３） 列所示， 可以看出， 交互项的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表明， 在排除

环境规制的干扰后， ＯＦＤＩ 依然能有效降低实验组企业的污染排放， 本文结论稳健。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化学需氧量 工业废水 考虑环境规制 最近邻匹配 卡尺匹配

ｌｎＯ ｌｎＷ ｌｎＳ ｌｎＳ ｌｎ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ＩＤ －０􀆰 ６０９１∗∗∗ －０􀆰 ３８５０∗∗∗ －０􀆰 ３６２２∗∗ －０􀆰 ３１９４∗∗∗ －０􀆰 ３３４６∗∗∗

（０􀆰 ０９２３） （０􀆰 ０９４６） （０􀆰 １４６８） （０􀆰 １０５１） （０􀆰 １０５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５５ ４６４ ２６２ ０９４ １３０ ２２７ ２３９ ３３９ ２３９ ２８９

Ｒ２ ０􀆰 １３８７ ０􀆰 １２８６ ０􀆰 ２１５１ ０􀆰 １８９９ ０􀆰 １８９７

运用 ＤＩＤ 模型进行政策效果评估时， 政策本身可能会存在选择性偏差。 为了

缓解这一问题， 确保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借鉴王桂军和卢潇潇 （２０１９） ［３９］ 的研究，
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相结合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对样本重新估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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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结果见表 ３ 第 （４）、 （５） 列， 在使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回归后， 估计结果与前文

大致相同， 再次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 影响机制及异质性分析

（一） 影响机制分析

上文研究表明， ＯＦＤＩ 能够显著降低母国企业污染排放水平， 那么影响机制是

什么？ 本文认为， 一方面， ＯＦＤＩ 通过技术效应获取东道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改善母国企业的环境绩效； 另一方面， ＯＦＤＩ 通过结构效应减少资源错配， 促进企

业进行更多的绿色投资， 从而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水平。 鉴于此， 接下来引入技术效

应和结构效应两个变量， 进一步探究 ＯＦＤＩ 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水平的传导机制。
１􀆰 技术效应作用机制

参考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４） ［４０］的做法， 本文采用新产品销售额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作为技术效应的代理变量。 表 ４ 第 （１）、 （２） 列汇报了技术效应机制的实证检验结

果， 可以看出， 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 ＯＦＤＩ 能够

促进企业技术进步， 即 ＯＦＤＩ 通过技术效应降低母国企业污染排放， 假说 ３ 得证。
２􀆰 结构效应作用机制

资源错配的改善通常表现为企业所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程度不断下降。
因此， 借鉴吕越和张昊天 （２０２１） ［４１］的研究， 以相同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

程度来表示资源配置效率， 具体来说， 以 ＬＰ 方法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四位数

行业内的标准差来度量。 回归结果如表 ４ 第 （３）、 （４） 列所示， 可以发现， ＯＦＤＩ 能
够降低行业内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程度， 优化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配置， 使企业有

更多的资源进行绿色投资， 进而降低企业总体排放水平， 即 ＯＦＤＩ 通过结构效应改

善资源配置， 促进企业减排， 假说 ４ 得证。

表 ４　 技术效应及结构效应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技术效应 技术效应 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０􀆰 ３３７３∗∗∗ ０􀆰 ２０１１∗ －０􀆰 ０２９０∗∗ －０􀆰 ０２７９∗

（０􀆰 １０９４） （０􀆰 １０８３）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１５３）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０１ ３４７ ２０１ １４０ ３２７ ０２７ ２７９ ３１０

Ｒ２ ０􀆰 １２１０ ０􀆰 １３９８ ０􀆰 ０８０８ ０􀆰 ０８０８

（二） 异质性分析

如果 ＯＦＤＩ 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水平， 那么对于受 ＯＦＤＩ 影响较大的企业而言，
其污染排放下降的幅度更大。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探讨 ＯＦＤＩ 对企业污染排放水平影

响的异质性， 分别对企业规模、 行业污染密集度、 企业 ＯＦＤＩ 模式的异质性进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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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并分析相应的减排机制。
１􀆰 企业规模异质性

参照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对企业规模的分类标准， 本文依据从业人员数和营

业收入对企业规模进行划分①。 回归结果如表 ５ 第 （１）、 （２） 列所示， 可以看出， 大中

规模企业 ＤＩＤ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 而较小规模企业并不显著。 第 （３）、 （４） 列的结

果显示， 大中规模企业 ＯＦＤＩ 主要通过结构效应促进其减排。 大中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后， 其单位成本降低， 存在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面对东道国严苛的环境规制， 大

中规模企业有足够的实力进行绿色转型， 如投资先进减排设备， 从而降低污染排放。

表 ５　 企业规模异质性检验

变量
大中规模 较小规模 大中规模 大中规模

ｌｎＳ ｌｎＳ 技术效应 结构效应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０􀆰 ２３６０∗ －０􀆰 １０１５ ０􀆰 ２２８１ －０􀆰 ０２８１∗

（０􀆰 １２５１） （０􀆰 ２１００） （０􀆰 １５８２） （０􀆰 ０１６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９９ ３３８ １４１ ３２８ ７４ ２３７ １１４ ５７６

Ｒ２ ０􀆰 ２２６３ ０􀆰 １８５６ ０􀆰 ２０１５ ０􀆰 ０８９０

２􀆰 行业污染密集度异质性

依据企业的行业性质， 本文将企业划分为重污染行业企业和轻污染行业企业②。 回

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由第 （１）、 （２） 列可知， 相较于轻污染行业， 重污染行业企

业 ＯＦＤＩ 的减排效应更大。 第 （３）、 （４） 列结果显示， 重污染行业企业 ＯＦＤＩ 主要

通过技术效应实现减排。 我国企业通过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等反馈机制， 在实现转

型升级的同时提升了环境绩效。

表 ６　 行业污染密集度异质性检验

变量
重污染行业 轻污染行业 重污染行业 重污染行业

ｌｎＳ ｌｎＳ 技术效应 结构效应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０􀆰 ３９２８∗∗∗ －０􀆰 ００７３ ０􀆰 ２２８９∗ －０􀆰 ００４９
（０􀆰 １１４５） （０􀆰 ２４６３） （０􀆰 １２０３） （０􀆰 ０１６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０７ ３３７ ３３ ３２８ １７２ ６５４ ２３５ ７７１
Ｒ２ ０􀆰 １８９１ ０􀆰 ２７５３ ０􀆰 １４２０ ０􀆰 ０７６５

３５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①
②

从业人员数≥３００ 人且营业收入≥２０００ 万元， 为大中规模企业， 否则为较小规模企业。
环保部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规定： 重污染行业包括火电、 钢铁、 水泥、 电解铝、 煤炭、 冶

金、 化工、 石化、 建材、 造纸、 酿造、 制药、 发酵、 纺织、 制革和采矿业等 １６ 类行业， 其余为轻污染行业。



　 　 ３􀆰 企业 ＯＦＤＩ 模式异质性

根据蒋冠宏 （２０２２） 的研究， 本文将企业 ＯＦＤＩ 分为生产型 ＯＦＤＩ 和出口平台

型 ＯＦＤＩ。 若企业不直接在东道国生产， 只在当地建立销售网络， 则归为出口平台

型 ＯＦＤＩ； 若企业在东道国进行制造、 加工等， 则确定为生产型 ＯＦＤＩ。 表 ７ 的估计

结果显示， 出口平台型 ＯＦＤＩ 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显著为负， 而生产型 ＯＦＤＩ 的
减排效应不明显， 且出口平台型 ＯＦＤＩ 能够通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两个机制降低

企业污染排放。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的 ＯＦＤＩ 中生产型 ＯＦＤＩ 占比较低， 大

多是出口平台型 ＯＦＤＩ， 即在东道国建立出口平台和销售渠道。 通过东道国销售网

络， 企业能及时全面了解国际市场信息、 新技术标准等， 同时国际市场严格的环保

标准倒逼母国企业不断开发绿色技术， 更新减排设备， 进而降低污染排放水平。

表 ７　 企业 ＯＦＤＩ模式异质性检验

变量

生产型 ＯＦＤＩ 出口平台型 ＯＦＤＩ 出口平台型 ＯＦＤＩ 出口平台型 ＯＦＤＩ

ｌｎＳ ｌｎＳ 技术效应 结构效应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０􀆰 ２４６３ －０􀆰 ６９５３∗∗∗ ０􀆰 ６１８５∗∗∗ －０􀆰 ０４７２∗∗

（０􀆰 ２４７０） （０􀆰 １７０６） （０􀆰 １９１６） （０􀆰 ０２３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３８ ６６１ ２３８ ９３５ １９９ ９３５ ２７６ ９６８

Ｒ２ ０􀆰 １９０５ ０􀆰 １９０４ ０􀆰 １３６０ ０􀆰 ０８０９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ＯＦＤＩ 的环境效应是跨国投资与环境研究领域充满分歧的重点议题。 本文以中

国这一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为考察对象， 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绿色发展数

据库的匹配数据， 构造 ＤＩＤ 模型对工业企业 ＯＦＤＩ 的减排效应进行因果识别。 结果

显示： （１） ＯＦＤＩ 能够有效降低母国企业污染排放水平， 且这种作用主要通过采用

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产生； （２） ＯＦＤＩ 对母国企业污染排放的抑制效应并非立竿见

影， 而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累积性； （３） 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是企业 ＯＦＤＩ 降低

其污染排放水平的两个重要传导机制； （４） 企业 ＯＦＤＩ 的减排效应具有异质性特

征， 即因企业规模、 行业、 企业 ＯＦＤＩ 模式而异， ＯＦＤＩ 对大中规模企业、 重污染

行业企业、 出口平台型 ＯＦＤＩ 企业的减排作用更大。 此外， 本文还对机制的异质性

进行了分析。
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 如何有效防治污染依然是颇具争议的话题。 在推动节

能减排的道路上， 西方国家通常采用 “先污染、 后治理” 的治理模式， 抑或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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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 采取 “一刀切” 的治理模式。 环境污染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模式

问题， 单方面取缔高耗能、 高污染产业， 短时间内能够有效改善环境， 然而从长远

来看， 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 损害人民福祉。 本文为当前环境污染防治提供了新思

路， 在环境规制之外， 政府还可以 “另辟蹊径”， 通过扩大 ＯＦＤＩ 来改善环境质量，
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 国内与国外双循环共赢发展。 具体而言， 第一， 在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背景下， 进一步推进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建立互联互通的经济合

作伙伴关系； 鼓励企业借助新兴业态优势， 如数字化、 跨境电商等， 实现更高程

度、 更高水平的全球化， 引领对外开放踏上新征程。 第二， 出口平台型 ＯＦＤＩ 具有

显著的减排效应， 政府应引导和支持不具备生产型 ＯＦＤＩ 条件的企业进行出口平台

型 ＯＦＤＩ， 在海外建立销售网络和渠道， 通过出口平台型 ＯＦＤＩ 开拓海外市场， 充

分释放 ＯＦＤＩ 带来的绿色技术逆向溢出的红利。 第三， ＯＦＤＩ 通过技术效应和结构

效应促进企业减排， 一方面， 应增加对 ＯＦＤＩ 企业的研发投入， 并支持企业以国际

技术合作模式学习海外先进环保技术， 提高跨国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
应不断完善产业政策， 鼓励传统污染行业进行技术革新， 购置清洁设备， 促进资源

向低能耗、 低污染企业倾斜， 聚焦发展国内新兴产业， 实现 “腾笼换鸟” 战略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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